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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失当到协同：农村环境纠纷综合调处机制构建

郭瑞雁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山西   太谷   030801）

摘 要：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工业污染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日渐凸显，其中，因农民环境权益受损及维

护不畅激化的环境纠纷较为突出。基层政府防范和化解农村环境纠纷存在着复合性的实践、理论、政策与政治逻辑。分

析基层政府在村民获取污染认知、与污染方交涉、向政府做制度性表达等维权环节的应然职责、固有潜能与实际作为，

可在探究纠纷演化逻辑基础上，挖掘出政府调处失当的根源。聚焦纠纷内容、纠纷过程、纠纷调处主体视角，构建分层

次划管、全流程覆盖、多方略协同的三维综合调处机制，可发挥出规避基层政府失当作为并有效调处农村环境纠纷的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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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建设更高水平的

平安中国作出了重要部署，其中发展“枫桥经

验”构建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是关键举措。

2020 年 11 月的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强调“构建

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将和

谐稳定创建在基层，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可见，构建应对社会矛盾的基层综合治理机制已

成为新时代推进平安建设、深化基层治理的重要

议题。聚焦乡村社会，工业污染引发的环境纠纷

已成为威胁基层平安创建的短板。据中国生态环

境状况公报统计，全国 12369 环保举报平台于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接收到的公众举报数分

别为：71 万、53. 1 万、44. 1 万件，其中全国突发

性环境事件分别为 286 件、263 件、208 件。公众

举报数量大与突发性事件多发揭示了对环境纠纷

进行有效调处的紧迫性。据学者对环境群体性事

件、环境信访、环境调解及环境诉讼的不完全统

计，当下我国环境纠纷近七成发生在农村，且大

多引发于工业污染［1］。环境纠纷打破了乡村社会

中农业、农村、农民三要素间的平衡关系，已成

为威胁农业发展、农村稳定与农民增收的重要问

题。在此背景下，聚焦农村环境纠纷化解困境，

探索综合调处机制，是保障农村环境安全和维持

农村社会稳定，进而实现平安中国建设战略目标

的重要议题。

围绕农村环境纠纷调处，学术界从不同维度

对纠纷调处的特性、难点及应对路径进行了深入

分析。第一，针对农村环境纠纷的社会属性，从

基层社会自治视角出发，提倡用非诉讼机制调处

纠纷。这是因为熟人社会与纠纷认定专业需求度

高等特性排斥着对司法化解机制的优先选择［2］，

而非诉讼机制方式灵活、程序平等及结果互利等

特性恰是应对纠纷的优势所在［3］。第二，针对农

村环境治理中的法治不健全问题，从法治乡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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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视角出发，提倡用司法机制调处农村环境纠

纷。比如，鼓励农民用法律手段解决环境纠纷，

通过司法保护与救助为农民环境权益提供司法保

障［4］；从农村环境纠纷化解的法律责任与司法制

度完善［5］、环境法庭建设［6］、环境司法公益诉

讼［7］ 等多路径，完善农村环境纠纷司法调处机

制。第三，针对纠纷复杂性与单一调处主体与机

制的不足，从协同视角出发，提倡用“共建共治

共享”治理理念指引，建立直接与非直接利益者

共同参与的纠纷调处模式［8］；同时聚焦民间化解

（人民协商、民事调解、仲裁等）、行政处理 （行

政调解与行政裁决等）、司法救济 （司法调解与

诉讼等） 等纠纷化解路径的效能分析［9］，探讨综

合性多元化解机制的构建策略［10］。

文献梳理可见，学者们从农村社会属性、农

村环境纠纷特性与应对难题、纠纷应对方式等不

同视角探讨了农村环境纠纷调处的现状，并提出

了非诉讼机制、司法机制、多元机制等应对路

径，为加强和改进农村环境纠纷调处提出了宝贵

借鉴。但现有研究成果尚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研究对象层面，多侧重宏观城乡视阈、特别是城

市环境纠纷的调处，农村相关问题研究的关注度

与聚焦性不强；研究内容层面，多侧重于纠纷的

事后化解，忽视了对环境纠纷的源头规避与风险

预警；研究策略层面，多从应对路径出发，探讨

纠纷的诉讼、非诉讼、多元调处机制，忽略了从

应对主体、特别是基层政府视角出发研究纠纷的

调处机制。在平安中国建设与深化基层治理背景

下，基于农村环境纠纷发展迅猛且影响到基层社

会和谐稳定的态势，本研究将基层政府作为农村

环境纠纷预防与化解主体，在分析其纠纷调处的

逻辑理路与现实表征基础上，把握其纠纷调处的

固有潜能与实际问题，并针对性构建综合性调处

机制。

二、农村环境纠纷基层调处的逻

辑理路  

当下我国农村存在着污染源与环境纠纷源不

相对应的事实，此事实揭示出农村环境纠纷生发

机理的同时，也蕴涵着对纠纷进行基层调处的逻

辑理路。

（（一一）） 农村环境纠纷的生发机理　农村环境纠纷的生发机理　

由于生活污染处理率低、农业生产非环保化

等因素的作用，农民生活与农业生产污染程度严

重，成为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要生发源，农村生活

垃圾、生活污水、禽畜养殖废弃物等成为国家环

境综合整治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的重点治理

对象。通过对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环境信访、

环境调解及环境诉讼的统计可知，农村环境纠纷

多由工业污染诱发而生，工业污染而非农民生活

或农业生产污染是农村环境纠纷的主要生发源。

环境污染与环境纠纷生发源不相对应的事实展现

出农村环境纠纷的生发机理，此机理蕴藏于工业

污染特性、污染危害事实与村民维权效应三大

层面。

1. 工业污染的异质性是环境纠纷生发的关键

根源。若以污染程度为依据，污染度较高的生活

与生产污染必然是农村环境纠纷的主要来源，但

与此推论相悖，农村环境纠纷却主要聚焦于工业

污染。究其原因，污染属性而非污染程度才是引

发农村环境纠纷的关键触发点。主观层面，相对

于农村生活及农业生产，企业及其生产具有更强

的植入性与异质性，农民对其污染破坏的感知度

相对灵敏、接受度及包容性相对较低；客观层

面，工业污染具有较强的外显性，且多数会暴露

出损害农村耕地、污染水源与空气、危及农民生

命安全等现实危害性；而突发性污染事件更会极

度激发村民的恐慌情绪及规避心理。

2. 工业污染的既成危害是环境纠纷生发的直

接根源。相对于以农村为主要居所、以农业为重

要生产方式的农民而言，流动资本较强的企业较

少将所坐落村庄视为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所，在社

会责任缺乏、环保理念淡薄及监管不足的背景

下，逐利本性很容易驱使其走上牺牲环境质量以

换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道路。全国农村环境纠纷

较少发生在企业筹建与运营初期、且大多集中爆

发于污染既成且污染程度严重时期，村民维权诉

求多聚焦于经济补偿与降低污染、较少要求企业

关停与搬迁等事实，恰证明了既成的污染危害而

非预防性的污染威胁是引发当下农村环境纠纷的

根本原因。

3. 自力维权效应不佳是环境纠纷生发的重要

根源。面对污染事实，在非诉文化传统及成本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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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理念作用下，村民多会将找企业交涉的自力维

权作为行动首选。由此，村民向企业表达维权诉

求、企业对诉求作出回应，便成为基层社会自主

应对污染事件的主体画卷，事件的走向也完全取

决于双方的沟通结果。细言之，村民维权的态

度、方式与诉求，企业回应的及时性、可行性与

满意度等，都是影响沟通效果与事件走向的重要

因素。若沟通得当有效，事件便在协商路径下得

到解决；若沟通受挫，如企业对村民诉求不予理

睬、进行消极或不当回应等便将事件引向纠纷。

（（二二）） 农村环境纠纷基层调处的逻辑理路　农村环境纠纷基层调处的逻辑理路　

对农村环境纠纷进行基层调处具有复合性的

逻辑理路，具体可从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政策

逻辑与政治逻辑四个视角加以总结。

1. 实践逻辑层面，从生发机理入手，异质性

与既成性工业污染的源头防控是杜绝农村环境纠

纷的根源所在，而有效介入因污染而生的民企交

涉是预防农村环境纠纷发生的关键着力点。从乡

村振兴与加强基层社会治理视角出发，工业化与

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在促进农村工业发展的同

时，合理规划与部署工业发展以缓解企业在乡村

的异质性，科学预防与治理污染以杜绝或降低工

业对乡村的污染危害，有效介入民企沟通以防范

纠纷的发生与激化，这些都对基层政府预防与调

处农村环境纠纷提出了必然要求。除上述实践逻

辑外，城乡统筹发展宏观视域下，基层政府预防

与调处农村环境纠纷还存在更深层次的理论、政

策与政治逻辑起点。

2. 理论逻辑层面，农村环境纠纷属于权力的

社会建构议题，与政府权力运作理论紧密关联。

一种较普遍的观点认为，自然环境资源稀缺或退

化是引发人类社会环境纠纷甚至暴力冲突的根

源，这是供需矛盾在环境领域的显现。具体而

言，环境资源稀缺会轻易导致地方到国际层面的

资源利用与争夺冲突，因工厂排污、伐木或水坝

建设等活动而生的环境退化更是激化环境纠纷的

重要根源；过度的资源稀缺或环境退化更会使人

类社会长期陷入由暴力冲突、机构功能障碍、社

会分裂等现象相互交织且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之

中。由此，修复自然生态、保护自然资源才是预

防环境纠纷的治标性举措。但在政治生态学家看

来，资源的稀缺或丰富是一种与权力息息相关的

社会建构，并非资源稀缺本身、而是人类社会权

力作用下环境利益 （如，清洁的水与空气、资源

开发的经济收益） 与负担 （如，因暴露于环境污

染中而对生计与健康造成的威胁） 的不公平分配

引发了环境纠纷［11］。由此，聚焦政府视角，规范

其权力运作，构建公正的环境利益与分配格局，

才是有效制止纠纷的关键着力点。我国部分农村

面临着贫困或资源稀缺的客观环境，而相当地区

也存在“企业获得可观经济收益，农民承担环境

污染负担”的不公正分配格局，两者都是引发农

村环境纠纷的重要根源。由此，需同时以资源稀

缺论与权力规范论观点为依据，在加强农村生态

修复、平衡环境利益与负担的双重视域下规范基

层政府权力运作。

3. 理论逻辑之外，基层政府对环境纠纷进行

调处存在深刻的政策逻辑。将农村社会发展问题

纳入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宏观视角可见，农村环境

纠纷的根源并不能简单从农村本身寻找，事实

上，城镇化与工业化大力推进下，农村现代化与

传统农业文明间的简单对接、激烈碰撞、平衡失

当等才是引发纠纷的根本原因，而从政策高度作

出整体规划与调和布局恰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所

在。近年来，国家推进的平安中国建设、乡村振

兴、创建和谐基层等战略都是与此议题具有关联

性的政策部署，而基层政府对农村纠纷的积极介

入与有效调处，除直接关乎农民环境权益维护、

农村环境平安保障与社会治理创新等实践议题

外，更是上述战略政策扎实落地与全面贯彻的重

要保障。

4. 政治逻辑层面，基层政府介入民企纠纷是

维护村民及社会整体利益的必须。首先，村民与

企业实力的巨大悬殊决定了基层政府介入以维护

村民利益的必要性。纠纷中，一方是数量较多、

力量较分散、且经济实力及社会资源相对薄弱的

村民，另一方是一个或几个相联合的、经济实力

及社会资源较强的企业，实践证明，政府介入缺

失背景下，村民维权成功只能寄希望于企业自身

的职业道德及社会责任，而污染纠纷事件频发的

事实便是对多数企业上述德能普遍缺失现状的揭

示。其次，纠纷诉求多单纯聚焦赔偿问题决定了

基层政府介入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必须。村民

与污染企业交涉、特别是初期交涉中，多将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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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赔偿作为维权诉求，从污染有效控制或源头

预防视角提出维权诉求的做法较少，这是一种事

后补救而非事前预防或持续止损的维权；此外，

村民多针对污染的直接损害提出赔偿，对污染的

潜在及未来损害缺乏认识及赔偿诉求，这是相对

狭窄的、全面性不足的维权。由此，因补偿协议

达 成 而 终 止 维 权 的 纠 纷 存 在 “ 补 偿 陷 阱 ” 问

题［12］，即将污染视为单纯通过补偿便可解决的合

理化与常规性问题，而忽视了污染是需要通过监

管给与控制或源头规避的非合理化现象。由此，

基层政府的调处更是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必须。

三、基层政府农村环境纠纷调处

的实践困境  

对农民环境维权做过程梳理可见，此类维权

会经历环境污染认知→与污染方交涉→向政府做

制度性表达→维权不畅后自力救济→外力回应或

援助诉求→纠纷平息或继续等六大环节。现实

中，基层政府在前三环节的调处态度、调处方略

与调处效率等是影响纠纷延续长度、积蓄程度及

最终走向的重要因素，若发力得当，纠纷可被及

时化解于任一环节；若作为不当，纠纷便会继续

向后三环节演化，造成影响政府公信力、侵害村

民权益与破坏社会稳定等后果。由此，揭示基层

政府在前三个环节的应然职责、固有潜能与实际

作为，有助于探究纠纷的演化逻辑并挖掘调处失

当的根源与应对路径。

（（一一）） 村民环境污染认知环节中的基层政府村民环境污染认知环节中的基层政府

调处的实践困境　调处的实践困境　

完整的环境污染认知包括污染伤害感知、疑

似污染源锁定、污染与伤害相关性证明三大环

节。当下，村民在上述各环节都遭遇严峻困境，

而基层政府对各困境的迎解程度是决定污染事件

能否得到源头治理、纠纷能否得到及时预防的关

键因素。

受工业污染复杂性、潜伏性、监测专业性、

自身文化水平等主客观因素制约，村民较难及

时、准确地获取污染伤害感知。时间层面，村民

大都是在污染事件突发、污染外显强烈、甚或健

康严重受侵背景下开始质疑工厂，而这多是厂方

已运作多年且污染积弊已深的结果。特性层面，

村民存在依靠肉体而非科学知识获取污染感知、

所获感知模糊等特性。这些无不暴露出基层政府

存在的污染监管机构不足、监测平台有限、环境

信息公开缺失等问题，也错失了及时发现并制止

污染的良机。

相较于迟缓的污染伤害感知，村民锁定疑似

污染源的认知则稍显迅速。因为一旦获得感知，

村民对污染伤害的敏感度会迅速加深，随即将怀

疑对象锁定为临近工厂便顺理成章，但被锁定工

厂是否为真正致害源的问题应然而生。实践中，

客观、可信的科学鉴定是认定工厂污染事实的凭

据，也是村民顺利展开维权的依据，但受污染复

杂性、潜伏性与界定所需知识及设备专业性等因

素的制约，村民仅凭自身力量同样无法科学与客

观地完成此种认知。加之基层政府在争议性污染

界定、环境信息救助等环节的职能缺失，村民此

项认知多处于污染源锁定不准、污染认知诉求不

被 满 足 状 态 ， 而 这 些 无 不 是 纠 纷 爆 发 的 隐 患

所在。

获得污染与伤害相关性证明更是让村民举步

维艰的难题。可获得司法支持的污染与伤害相关

性证明需包括：企业污染证明、自身伤害证明与

污染导致伤害证明。对村民而言，即使通过搜集

企业污染资料、提供医院检查报告等途径勉强获

取了前两项证明，第三项也会是无法逾越的难

题。客观而言，介于污染物本身的复杂性及其进

入环境后发生的毒理学与病理学等转化，即使现

代科技也无十足把握做出必然精准的证明。而基

层政府公益性评价、外力借助 （专家、学者与律

师等） 与公力救济 （针对因污染证明不畅而追责

不力的村民） 等制度的缺乏，都在相当程度上加

重了公民诉求无门、权益继续受损的境遇，并产

生了任由纠纷自我演化甚至走向激化的后果。

归根究底，将经济发展而非环境保护与农民

环境权益维护作为主要目标是诱发基层政府上述

“不作为”行径的根源。由此，针对污染伤害感

知需求，基层政府告知村民工厂投产污染风险与

运营中既成污染的主动性并不高；针对污染源确

认需求，基层政府调查工厂污染行径、公布污染

信息、满足农民认知诉求的积极性也较为缺失；

针对污染与伤害相关性证明需求，基层政府援助

村民完成此认知的做法也较为少见，任由纠纷顺

着民企间自行博弈路径演化、甚或帮企业模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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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引导村民认知的做法倒是屡见不鲜。以癌症

村事件为例，2009 年 《凤凰周刊》、华中师范大

学教授孙月飞、2013 年公益人士邓飞等相继播报

出我国近两百处癌症村，他们的调查同时揭示：

这些村庄大多受工业企业围绕，村内水、空气、

土壤等等环境已受到严重污染，村民们也面临着

癌症多发的囧境。而村民针对企业发起的环境司

法维权却遭遇着环境污染健康损害诉讼类案件固

有的诉讼困境。其中，受科学与医学发展所制，

癌症与企业污染的因果联系难以精准确定是此困

境的客观成因，而基层政府在企业引进、企业污

染预防与控制、村民污染认知满足等环节的不作

为或不当作为，恰是致使此困境生成的主观性与

制度性原因。除未履行应尽责任、有效维护受害

村民权益外，这些行径也是对环境公平与社会正

义原则的违背，并推助了环境纠纷的升级。

（（二二）） 村民与企业交涉环节中的基层政府调村民与企业交涉环节中的基层政府调

处的实践困境　处的实践困境　

即便污染认知不完整，村民也会进一步采取

维权行动，找企业交涉以寻求补偿是其行动首

选。此时，环境纠纷遵循以下逻辑演化：企业的

诉求回应度是决定纠纷走向的关键因素；基层政

府的调处效应是影响纠纷走向的重要因素。

受农村非讼文化与乡里追求和睦传统的影

响，基于节省经济与时间成本的考虑，村民会将

找企业交涉作为首选的自力维权方式。此时，企

业的回应直接决定着纠纷的走向：若满足村民诉

求，纠纷得以化解；若应对不当，纠纷升级甚或

爆发冲突。对我国农村环境抗争做经验分析的结

论是：村民多遵循“依情理抗争”而非“依法抗

争”的实践逻辑与企业进行交涉［13］。交涉初期，

村民会在和谐共处情理下要求企业提供污染赔偿

与停止污染伤害，而厂房搬迁或停止生产多不在

诉求范围；若交涉不畅，村民会在企业不讲情

理、欺人太甚等情理作用下采取围堵厂房、破坏

设备、干扰生产甚至肢体冲突等方式进行维权。

而这些“合情理”行为是否“违法”多不在村民

的思考范围与行为规避行列。相反，具有客者身

份的企业在应对村民诉求时，常常采取的是回避

情理的、“依法担责”的逻辑，即“依法”承认

污染事实及“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法治社会建

设背景下，两种逻辑碰撞的必然结果是：“依法

担责”逻辑下占有更多合法性资源的企业对村民

“依情理抗争”诉求进行漠视、推诿甚至拒绝；

认为合理诉求被无理拒绝的村民，在受挫感及气

愤感激增的情形下使用非理性方式继续维权；农

村环境纠纷继续演进甚至激化升级。

针对民企交涉不畅这一引发纠纷的直接导火

索，基层政府的及时介入与有力作为可发挥多重

功效：缓解村民受挫感与激愤情绪，引导村民合

法维权并有力维护村民合法权益；警示企业合法

经营，惩罚企业违法行为与监督企业积极履责；

将纠纷化解于基层，保障社会整体利益与社会稳

定等多重功效。实践中，基层政府在民企交涉、

特别是不畅的民企交涉中存在严重的“慢作为”

行径：在相对和平的交涉初期，对民企交涉信息

获取滞后甚或缺失；在纠纷萌发初期，对交涉的

干预性介入不足或失当；在纠纷升级阶段，对纠

纷调处得不及时与不恰当等。在震惊全国的陕西

凤翔血铅事件、山西临县白家峁矿争血案、“锰

三角”地区锰污染等事件中，血铅儿童家长艰难

自力维权、民企夺矿发生严重暴力冲突、部分村

庄村官集体辞职等现象的发生，原因之一就在于

民企纠纷中基层政府的慢作为。基层政府调处行

为远远落后于纠纷发展态势的状况，必然导致错

失纠纷调处良机、放任纠纷升级演化、影响乡村

安全与稳定的后果。而基层政府“慢作为”行径

根源深刻扎根于其纠纷调处意识、纠纷信息获取

与纠纷介入渠道等层面，具体而言，调处角色认

知模糊、调处使命认知淡薄、调处职责认知不清

等为基层政府慢作为埋下了意识层面的根源；纠

纷早期识别渠道缺失、纠纷社会影响分层不畅等

为基层政府慢作为埋下了信息获取层面的根源；

纠纷预警机制缺失、纠纷调解手段不足等为基层

政府慢作为埋下了介入渠道层面的根源。基于

此，针对性根除上述问题，是基层政府有效介入

民企交涉并及时调处纠纷的着力点所在。

（（三三）） 村民制度性维权环节中的基层政府调村民制度性维权环节中的基层政府调

处的实践困境　处的实践困境　

统计显示，我国公民采取诉讼、直接与企业

沟通、求助政府等路径进行环境维权的比例分别

为 1. 1%，40. 5%，39. 5% ［14］，可见，求助政府

被公民视为最重要的维权路径。此阶段，政府对

农民诉求的回应度成为直接关系纠纷走向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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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随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基层

民主建设及对农民权益保护的日益重视，农民的

政治机会结构环境极大改善。环境维权层面，中

央对农村环保重视度增强、维权渠道供应增多、

维权盟友增加等因素都激发并坚定了农民环境维

权的决心与自信心，也鼓励了维权行动的开展。

但开放的政治机会结构尚存在着环境决策机制相

对封闭、高效维权渠道尚显匮乏、基层政府间利

益结盟性强 （农民维权难越出市级政府）、政府

环境纠纷调处能力欠佳等问题，而这些都对农民

环境维权形成了制约。此种政治机会同时激发又

制约农民维权的特性，对基层政府提出了提供更

多政治机会以满足维权、规避不足以减少维权制

约等要求，而其实际调处绩效除直接关乎纠纷走

向与村民环境权益外，也关乎着政府公信力的维

护与巩固，在更宏观层面影响着政治机会结构的

建设及发展。

实践中，当下基层政府较差的应对作为，产

生了同时影响上述效应发挥的不良后果。首先，

在 GDP 创造锦标赛作用下，将经济发展而非环境

保护作为主要工作着力点可被视为基层政府的

“理性”选择，由此，其对工业污染进行源头防

控、对环境纠纷作出及时与公正性调处的积极意

愿必然受限。其次，环境维权制度建设不足严重

影响着村民的制度性维权效果，也制约了基层政

府在纠纷调处环节的履职效能。具体而言，环境

信息公开、公民环境决策参与、环境污染监督等

纠纷预防制度的薄弱，公民环境维权表达、维权

调处、维权救济等纠纷处理制度的缺失，都对村

民维权设置了重重障碍，也为纠纷有效调处埋下

了制度隐患。最后，纠纷调处意识与制度缺失背

景下，部分基层政府甚至与企业合谋而无视、拖

延、干扰、甚至阻断村民环境维权，这些更是诱

发村民产生政府不可信任与合法维权无门等意识

的关键刺激点，也是激发非法自力救济行为或群

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接续爆发的浙江东阳画水

镇事件、苏北 N 村铅中毒事件、昆明“10·22”和

“10·14”事件等，皆是因政府对公民制度性维权

回应不当而致使纠纷走向激化的典型案例。如何

利用好现有的环境信访与群众接待制度以及时掌

握环境纠纷动态、满足村民诉求表达愿望，并针

对性配置与拓展公民环境决策参与、公民环境污

染监督、环境纠纷行政调解等制度，是为满足村

民制度维权需求与提升政府公信力而必须思考及

回应的议题。

四、基层政府农村环境纠纷综合

调处机制构建  

现实表征层面，各阶段的失当作为是基层政

府环境纠纷防范及化解不当的重要原因，深入探

析可知，纠纷影响度识别不精、纠纷处置流程不

畅、纠纷应对方略不明等潜藏于调处机制中的问

题是导致其失当作为的根源所在。由此，依社会

影响度对纠纷进行层级划分，依演化路径对纠纷

进行流程跟踪，依运作效能对纠纷进行方略配

置，综合构建分层次划管、全流程覆盖、多方略

协同的调处机制是应对此议题的锁匙。

（（一一）） 农村环境纠纷分层次划管机制　农村环境纠纷分层次划管机制　

构建分层次划管机制的基本思路是对纠纷进

行层级划分并由基层政府分层管理。此机制缺失

会影响到基层政府在纠纷快速识别、风险恰当预

判、调处预案精准设定、调处行动合理开展等环

节的积极作为。

我国各地已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可资总结利

用。相对简单的做法是依纠纷发生地的行政级别

进行分层划管，湖北省把环境纠纷划分为省、

市、县三级并交由省、市、县环保局分别调处的

办法较为典型。较复杂的做法是依复合指标进行

分层划管，四川省参照纠纷发生地行政级别、牵

扯人数、僵持年度、受损程度与维权状况等社会

影响指标对纠纷作出四级分层，规定分别由乡人

民政府、县环保局、市环保局、市人民政府担任

三级、二级、一级与重大级纠纷的调处机构。此

外，四川省对各层纠纷的化解时限作出了硬性规

定，可发挥规范与督促基层政府对纠纷进行及时

调处的效用。

除省级视阈下的宏观规划外，借鉴枫桥“小

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经验，可

设置村、镇、县三级分层与联动治理机制对农村

环境纠纷做更精细化的划管。第一、建立村级纠

纷调处机制。农村环境纠纷大多发生在村庄地

域，可根据各地具体情况，依托本地社会资本良

好、履职到位、威望较高的村党委组织、村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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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村合作社、村理事会等现有组织资源为纠

纷调处机构，发挥就地发现环境纠纷、及时介入

民企交涉、合理化调处纠纷的作用。技术层面，

可依托现代科学技术，建立数字管理平台，通过

监控、大屏幕实时展示村庄公务事务列表、污染

指数等公共信息，发挥捕捉纠纷并及时预警的功

效。第二，建立乡镇纠纷调处机制，对辖区内村

级机构无法应对的环境纠纷进行调处。区别于村

级调处的自治性，乡镇级调处可借助公权力具备

的合法性、公益性、组织性等特性，发挥可信、

有效、权威调处环境纠纷的优势。具体可在矩阵

化管理理念下，建立乡镇环境纠纷综合调处机

构，将本级政府及县派出机构中履行纠纷调处职

能的部门工作人员引入本机构，发挥出多部门专

业、高效、便民、协同调处纠纷的功效。第三，

建立县级纠纷调处机制。区别于村镇调处，县级

调处是农村环境纠纷基层调处的重要防线，也是

在农村环境保护及村民环境权益维护中实施政府

兜底政策工具的主要推助者。建立县环境纠纷综

合调处机构，融合多部门专业人员科学办公；分

设县级及村镇级上交纠纷调处机制，区别应对处

于不同发展与调处阶段的纠纷；建立公力救济制

度，对污染责任无法界定但污染损失既成的村民

给与兜底性权益保障。第四，建立三级联动调处

机制。建立村、镇、县三级调处的网络互动、数

据资源共享、人员流动等工作联动机制，建设线

上线下合作办公平台，实现县级兜底，村、镇矛

盾逐级感知、及时预警与就地调处的联动效果。

（（二二）） 农村环境纠纷全流程覆盖机制　农村环境纠纷全流程覆盖机制　

构建全流程覆盖机制的思路是对纠纷做过程

性鉴定并由基层政府分环节调处。此机制缺失会

使村民维权陷入污染源锁定困难、“依情理”交

涉无力、制度性表达无门等流程性困境。此机制

构建可围绕村民维权历程进行具体设置。

1. 加强基层政府对环境污染认知诉求的回应

及公力救济。以污染是否发生为标准，环境污染

认知包括污染前认知与污染后认知。针对污染前

认知，政府同时考虑经济与环境效益、努力平衡

企业与村民利益、满足村民认知诉求是较为理性

的选择，可起到防范纠纷发生的效果。近年来，

垃圾焚烧发电厂在各地顺利筹建与运营便是政府

恰当作为下积极效应的彰显。此类案例中，基层

政府在宣讲垃圾围城现状及传统处理方式弊端的

同时，讲解新厂技术安全性、可靠性等相关知

识，并能承诺污染信息公开及接受监督方面的积

极作为，充分满足了群众环境认知诉求，在防范

环境纠纷发生的同时，也增强了环境决策的科学

性、受认可度与可执行性。针对污染后认知，基

层政府需建立认知援助与污染救济制度。认知援

助层面可借鉴美国的早期中立评价 （Early Neu⁃
tral Evaluation） 制度。具体做法是在政府内部设

定中立评价机构，机构由专业人员组成，并对污

染源界定不清的环境纠纷进行证据搜集，作出的

污染与伤害相关性证明等事实认定被赋予公信

力。同时政府还可设置常规化的外力 （专家、学

者与律师等） 借助制度以多渠道满足村民污染认

知诉求。污染救济层面，针对因污染证明不畅而

无法向企业追责的村民设置免费治疗与经济补偿

等公力救济制度，这是维护农村环境权益之外体

现环境正义原则的必要举措。

2. 完善基层政府环境调解制度以有效介入民

企交涉。针对村民与企业的环境维权交涉，当前

可担当干预与调处职责的有民间调解与行政调解

两类制度。从性质上而言，民间调解具有民间

性、自主性与地方性特色，是基层社会自力调解

内部纠纷的方式。聚焦环境纠纷，民间调解适用

于破坏程度不大、修复难度不高、规避困难较小

类污染展开的民企交涉，可充分发挥培育社会资

本、及时发现矛盾、源头防控纠纷的积极作用，

是辅助基层政府开展农村环境纠纷调处工作的重

要渠道。基层政府需通过完善 《人民调解法》 相

关规定，规范村、镇调解委员会调解工作，认同

调解协议的民事合同效应，畅通人民调解与行政

及司法调解的衔接等措施，继续巩固人民调解的

制度优势。行政调解是政府直接介入以促使当事

人达成协议的做法。针对农村环境纠纷特性，在

遵循“依申请调解”原则基础上，对矛盾较深、

自力解决难度较大的纠纷，基层政府应采取主动

介入方针进行调处，这是及时化解民企矛盾、遏

制纠纷升级的必然选择。此外，借鉴国外建立专

门环境纠纷调停委员会的经验，由掌握污染监

测、损害界定、纠纷调解专业技术的工作人员对

纠纷做出效率、科学与合理的调处。这些便利村

民维权的制度设计，可避免因集体失语造成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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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损失，能遏制因维权无门而引发的非法自力

救济。

3. 健全基层政府公力救济制度以满足村民制

度性化维权诉求。当前政府应对公民环境维权诉

求的制度安排主要有环境信访与行政裁决两种，

其中环境信访制度的建设相对健全、权威性较

强、使用频次较高。此背景下，要严格遵循 《环

境信访办法》，在信访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信

访渠道、信访流程、受理程序及职责等做出具体

规定基础上，根据环境维权诉求特性继续完善制

度细节与工作规范，这是规避信访接待流于形

式，回应不及时与处置不当等问题，充分巩固信

访制度维权简便、省力与调处及时等优势的必然

选择。此外，借鉴环境信访制度建设经验，以法

律形式将行政裁决确定为政府环境纠纷调处的规

定性方式，规避基层政府因回避可能的行政诉讼

风险而弃用主动裁决的现象，回应村民希冀政府

通过裁决解决久拖不决纠纷并明确界定污染侵害

责任及赔偿金额的需求；同时以法律形式对环境

裁决制度细节作出全面规定，明确裁决法律效

应，助力政府裁决制度发挥出固有的公正性、权

威性优势，在保护村民环境权益的同时有效促进

政府公信力提升。

（（三三）） 农村环境纠纷多方略协同机制　农村环境纠纷多方略协同机制　

构建多方略协同机制的思路是从调处方略多

元化及协同化视角入手应对环境纠纷。环境纠纷

中，受自身经济地位、社会资源及理论认知等因

素制约，村民对是否可以维权、如何维权等问题

缺乏全面认知；加之政府宣传不到位、制度设计

不完善等因素，村民维权常陷入不知去哪里表达

诉求、不清楚有哪些维权渠道、各渠道如何接续

使用等难题。由此，构建多方略协同调处机制是

基层政府满足村民维权诉求并有效化解纠纷的着

力之处。

1. 建立多主体集成调处机制。农村环境纠纷

在特性、层级、演化阶段等层面存在巨大差异，

精准应对需多元化与针对性配置相应调处主体。

以纠纷出现机率为依据，建立综合性纠纷调处中

心，并内设常驻、动态轮驻、因需而驻三大类部

门的做法可全方位满足村民纠纷调处诉求，安吉

县的经验已较为成熟［15］。第一，配置常驻部门以

调处常态化环境纠纷。在纠纷调处中心集中本级

党委、政府及司法系统中具有纠纷调处职能的部

门 （如纪委县监委、政法委、信访局、公安局、

卫健局、法院、检察院等） 常态化办公，使村民

维权有部门可寻、有规范路径可走，以发挥安抚

村民情绪、有序引导纠纷合法调处的效果。第

二，配置动态轮驻部门以调处非常态化的、特殊

性的环境纠纷。根据环境纠纷事件涉及到的土

地、水利、大气污染等问题，具体调度农业农

村、生态环境、水利等政府机构的相关部门动态

入驻，以配合常驻部门完成涉及自身业务领域环

境纠纷的调处工作。第三，配置随驻部门以调处

发生率更低的环境纠纷。即在常驻与轮驻外，对

出现几率更小、但尚有可能发生的环境纠纷邀请

相关部门随时进驻中心以配合调处。三大做法结

合使用可实现对农民环境纠纷进行全方位、常态

化与灵活化调处的效果。

2. 建立多途径集约调处机制。环境纠纷中，

村民对可资合法使用的维权渠道存在认识模糊、

利用不当、使用效益不高等问题，而集约调处机

制倡导的纠纷化解“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

理念恰是解决此项难题的锁匙。在多主体集成调

处机制下，将各主体使用的人民调解、行政调

解、司法调解、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司法诉讼

等纠纷调处方略系统引入纠纷调处中心，并对应

匹配到登记、流转、办理、答复全流程管理体制

中，便可在畅通维权渠道、规范维权流程、应答

维权诉求层面满足村民的环境维权诉求，也有助

于实现此机制预设的集约应对矛盾、一站式高效

调处纠纷的根本目的。

五、结论与展望  

我国当下的体制与国情，决定了基层政府在

农村环境纠纷调处中必然扮演主导性角色并发挥

关键性作用。但对我国农村环境纠纷案例的分析

可见，在村民的自力救济及公力维权各环节中，

基层政府存在着的失当表现成为导致村民放弃维

权、艰难自力维权甚至暴力维权的重要原因。由

此，从农村环境纠纷的纠纷层级、纠纷过程、纠

纷调处方略等视角出发，构建分层次划管、全流

程覆盖、多方略协同的综合调处机制，可全方

位、全流程、多渠道有效防范与化解农村环境

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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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可见，政经一体化增长机制推进

下，基层政府遵循政企一体化逻辑并秉持竞技式

经济发展作风，对污染企业违规建设、违法排

污、重自身经济效应而轻视社会责任等行为表示

默许甚至助长，这些都为农村环境污染恶化、环

境纠纷频发、农民环境维权困难等问题埋下了伏

笔。强化基层政府“代理型政权经营者”角色、

并规避其“谋利型政权经营者”影响，促进基层

政府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确保其在平衡企业经

济效益与农民环境权益价值观支配下发展农村工

业生产，这些是从根基上剔除农村环境纠纷根

源、促进企业与农村社会双赢、长久维护农村环

境安全及社会安全的治标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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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alpractice to coordination：  construction of integrated mediation mechanism for rural environ⁃
mental disputes

GUO Ruiya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Taigu  03080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rural industrial pollution and the result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are increas⁃
ingly prominent， among which environmental disputes and conflicts are intensified due to farmers' environmental rights damage 
and poor protection.  The mediation of disputes by grassroots governments lie in four levels： practice， theory， policy and political 
logic.  By analyzing the due responsibilty， inherent potential and actual actions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in the process of pro⁃
tecting villagers' right such as obtaining pollution cognition， negotiating with polluters and making institutional expression，we can 
explore the evolution logic of disputes and dig out the root causes of the improper mediation.  We can construct a three-dimension⁃
al integrated mediation mechanism of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whole process coverage and multi-strategy coordination by focus⁃
ing on the content， process and mediation perspective of disputes in order to avoid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improper actions 
and effectively mediate rural environmental disputes.
Keywords： Rural environmental disputes；Grass-roots government；Integrated mediation mechanism

（编辑：牛晓霞）

89


